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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城保护性修缮的遗址顶面植物处置
技术体系基础研究

Technical System and Practical Cases of the Plant 
Disposal on the Top Surface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Site

摘   要：长城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及世界文化遗产。长城遗

产的保护性修缮以修复长城既有建筑病害、根除结构安全隐患

的过程“最低限度干预”但同时“原状保护”为目标。北京长

城遗址顶面植物是导致长城建筑病害发生且持续恶化的因素之

一，但若大规模无差别清除则可能危害长城遗产本体，因而针

对如何科学处置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尚存在学术争议。以北京大

庄科长城保护性修缮工程实践为例，前期已实地调研完成并阐

明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种类及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由

其导致的长城建筑病害类型及其结构破坏机理；依据前期已阐

明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定量化评价体系及植物处置原则，进一步

阐述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地上部分清除后残存根系的处置技术体

系，以及利用长城遗址顶面原堆积土及保留植物、分层回填因

修缮剥离的原堆积土及其种子库再生植物形成“软盖层”保护

体系。研究成果为修复长城建筑病害、修缮后在长城遗址顶面

实施“软盖层”保护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关 键 词：风景园林；长城遗产保护；长城建筑病害；长城

保护性修缮；植物景观

Abstract: The Great Wall is one of the national key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China and a world-renowned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tective repair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site aims to repair 

the existing deterioration of the Great Wall and eradicate the 

structural safety risks with the goal of "minimum interven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original state". The plants on the top surface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site are one of th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occurrence and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Great Wall. But if 

large-scale indiscriminate removal is carried out, it may harm the 

body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site. Therefore, there is still an 

academic controversy on how to scientifically dispose the plants 

on the top surface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site. Taking Beijing 

Dazhuangke Great Wall heritage site as an example, preliminary 

field research has been completed, and the speci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ts on the top surface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have been clarifi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es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structural defects of 

the Great Wall.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plants on the top surface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plant disposal, this paper further describes the key 

technology for the disposal of the remaining roots after removing 

the ground part of the plants on the top surface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site, and clarifies the basic idea of using the transported soil 

deposits on the top surface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back-filling 

the original transported soil deposits stripped by repair in layers 

and the regenerated plants in the soil seed bank to form the "soft 

capping" prote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iseases of the Great Wall, the protection 

of the "soft capping" on the top surface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Great Wall.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the Great Wall; deterioration of the Great Wal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Great Wall Heritage; plant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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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地域最广的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及世界文化遗

产(1987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城分

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15个省市及自

治区，跨越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总长度

约21 196.18 km[1-2]。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

外展示的目的，长城修复工作中曾坚持“恢复原

状”的修缮标准，长城遗址顶面(含长城墙体、

敌楼及敌台等附属建筑顶面)的现状植物被悉数

清除后长城被修复至历史原貌，如北京八达岭长

城、天津蓟县黄崖关长城等。近年来，随着国

际古迹遗址保护组织(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推动下先

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广泛传播以及保护技术的

进一步提升，长城保护性修缮研究者及公众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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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无计划的清除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的过

程亦是破坏长城本体、改变文物原状”“应该保

护长城古遗址的原真性、完整性和沧桑古朴的历

史风貌”以及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对于遗址保护可

能的积极作用[3-8]。以长城为代表的砖石质建筑

遗址顶面植物处置技术体系作为与长城本体修缮

直接相关的议题开始被研究者深入探讨[9-12]。

关于如何理解和处理建筑遗址与遗址区植

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筑遗址修复后顶面的保护方

式，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

进行了诸多有意义的探索，从中可以归纳出文化

遗产保护相关理念、技术体系的渐进过程。19世

纪30—40年代英国哈德良长城“克莱顿墙”的

复建工程中，工人们清除墙体沿线区域的废弃堆

积，将散落的原长城包石采用干垒方式归安；其

次在主墙体修复后，用碎石找平墙体顶面后漫铺

草皮防止降水冲刷及冻融侵蚀[13-15]。其后的100

多年中，“风格式修复”理念下“硬盖层”保护

方式曾被广泛接受[16-17]。20世纪30年代，英国

学者提出“按发现原状保护”原则(conserve as 

found)，“克莱顿墙”的修复及保护方法再次被

关注，人们对建筑遗址顶面保护相关议题进行了

长时间探索和讨论[15]。80年代，英国学者提出并

开始探索建筑遗址顶面的“软盖层”保护方式，

直至1993年使用“软盖层”应用实践的科学观

测结果发表以及在圣玛丽岛军事堡垒、半岛修道

院的应用实践成功，使这一保护技术被普遍关

注，同时来自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佐证促

使此技术最终得以认可[17-18]。

历史上自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丧失以来，

因自然及人为因素，长城墙体绝大多数段落顶

面沙土堆积、植物丛生。长城遗址顶面植物根

系的劈裂作用已经对长城墙体顶面、垛墙及内

外檐墙砖石刚性结构体系造成不可逆的、持续

性的破坏性影响，这些影响是造成长城建筑病

害(例如歪闪、空鼓、松散等)的最主要原因。

自20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长城遗址保护性修缮

实践中，关于如何处置长城遗址顶面植物进行

了诸如悉数清除遗址顶面植物后原状修复或施

以“硬盖层”保护等多种模式探索。但是前者

不符合国家对长城遗址形态的基本定位(“长城

以古建筑和古遗址2种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

形态为主”)，后者的实施结果曾被学者及民众

广泛质疑和讨论[17，19-20]。但是，也有研究者认

为，长城遗址顶面植物枝叶的阻滞作用可以降低

降雨及其径流对遗址顶面的侵蚀强度，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保护长城遗址顶面。

综上所述，基于欧洲国家及中国学者在历

史建筑遗址顶面保护技术领域的长期探索可

知，“软盖层”保护技术是长城建筑病害修缮

过程中“最低限度干预”及修缮后“原状保

护”的有效方式。但同时也提出诸多具有挑

战性的话题，这也是本研究开展的重要契机。

基于已经开展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成果，试图讨

论长城建筑遗址保护性修缮实践中的遗址顶面

植物处置技术体系：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种类分

布及生长至此的一般过程及直接导致的长城建

筑病害类型；已经导致(或存在隐患)长城建筑

病害的遗址顶面植物根系如何清除(原则与方

法)？北京长城所代表的砖石质长城遗址顶面

“软盖层”保护技术需要哪些基础研究成果作

为核心技术及科学依据支撑？

1  北京长城概览

1.1  北京长城及其建造方式

北京地区位于中国半湿润区、半干旱区的交

错地带以及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属

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冬三季多风，冬季

寒冷、夏季炎热且“雨热同期”，全年总降水量

约492.5 mm(2022年)。该地区本土植物种类多

样，森林覆盖率达44.8%，主要地带性植被类

型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该地区处于中国历史上

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的交错地带，是自

古以来的战略要充及长城的集中分布区域。北京

长城由东-西向和东北-西南向两大体系组成，

整个走势呈比较连续完整的半环形，绵延总长度

527.65 km[1，22-24](图1)。以北京大庄科长城为

例，其建造步骤与方式大致为：沿建造山脊线清

除浮土及碎石后用条石放脚并形成墙基；以碎砖

石混筑墙芯同时包石形成内、外檐墙；墙体顶面

找平并方砖覆盖后砖砌宇墙和垛墙(雉堞)，墙顶

面宽度2~5 m[10，25](图2)。

北京地区的自然气候特征以及长城的建造方

式为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1.2  北京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种类及分布特征

历史上北京明代长城墙顶面建造之初为方砖

覆面。但因长城所在地域自然条件特征尤其是不

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后疏于维护和修缮，长城敌

楼、敌台等附属建(构)筑物因坍塌堆积，墙顶面

砖因冻融循环等多种原因逐渐破碎进而增加了其

粗糙程度。冬、春等多风季节，挟沙风搬运沙土

在宇墙、垛墙内沉积，风力及动物(如鸟类)将长

图1  北京大庄科长城区位图(作者根据谷歌卫星图片改绘) 
图2  北京长城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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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两侧自然分布的乡土植物种子携带至此，因而

长城墙顶面植物得以萌发、生长(图3)。2022年

笔者研究团队对北京大庄科长城遗址顶面现状植

物进行详尽调研后，对现状植物种类予以记录和

分析[10]。

由于长城墙体特有的建造方式及结构特征，

遗址顶面植物根系通常在2种构造材料的交接处

集中分布，尤其是墙顶面与宇墙、垛墙之间较多

自然堆积土的区域，因植物生长年限较长，乔木

及大灌木根系生长导致的“劈裂”作用进一步加

剧，对长城墙体各结构组分(宇墙垛墙、墙顶面

及内外檐墙)产生一系列影响，进而形成典型长

城建筑病害[10]。

1.3  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生长导致的长城建筑病害

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在其相对狭小的空间范围以

及贫瘠的土壤环境下生长，主要依靠根系对水分以

及各类营养元素的吸收。而要达到上述目的，主要

依靠根系生长范围扩大及径级的逐渐增加，根系的

“劈裂”作用逐渐破坏原本刚性的砖石质长城建筑

结构体系，是一系列长城建筑病害重要诱发因素。

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生长引发的长城建筑病害类型主

要有松散、歪闪及空鼓[26](图4)。

1)松散：长城墙顶面方砖、附属构筑物以及

墙芯的刚性连接体系因长城遗址顶面植物根系生

长及水平蔓延遭到破坏而破碎、坍塌(长城墙顶面

降水及其径流的冲蚀、冻融也会诱发该病害)。

2)歪闪：长城宇墙、垛墙或墙基条石砌体等部

位受到因植物根系生长形成的侧向压力而导致的墙

体变形、位移及倾斜现象。早期主要表现为宇墙、

垛墙体劈裂，后期随着自然降水及植物根系沿缝隙

深入墙芯，墙体位移及变形进一步加剧。 

3)空鼓：长城内檐墙或外檐墙因遗址顶面植

物根系深入墙体顶面下方的墙芯生长向外突出并

偏离原长城墙体外缘线(长城墙顶面的降水渗漏

也会诱发该病害)。

3种长城病害类型中，遗址顶面植物生长位

置及根系分布存在较大差异。造成“松散”型长

城病害的遗址顶面植物主要在长城中线附近分

布，植物根系主要在遗址顶面水平分布后深入

墙芯，在生长过程中破坏墙芯刚性连接体系并致

使墙顶面砖逐渐破碎(图5-1)；造成“歪闪”型

长城病害的遗址顶面植物主要生长于宇墙、垛墙

与墙顶面形成的三角形沙土沉积区域，植物根系

主要沿宇墙、垛墙墙角水平分布并在砖隙或空腔

处等特定位置深入宇墙、垛墙与墙顶面的交接区

域，根系的“劈裂”“挤压”作用致使宇墙、垛

墙整体偏离原始位置(图5-2)；造成“空鼓”型

长城病害类型的遗址顶面植物生长区域位于内外

檐墙与墙芯之间，植物根系在贯穿遗址顶面后集

中垂直分布于内外檐墙与墙芯之间，根系在生长

过程中将内外檐墙“推挤”偏离原位置致使其结

构体系被破坏进而坍塌(图5-3)。

2  长城保护性修缮中遗址顶面植物处置

2.1  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定量化评价

针对长城建筑病害由专业技术人员采用探

地雷达、声波仪或红外线热成像仪等无损形态学

检查方法(pathological examination)开展全面

调查，确定病害类型的基础上对该病害的产生

原因、发病机理及发展过程进行分析[9]。2023

年笔者研究团队使用层次分析方法(analyt ic 

图3  长城建筑病害形成过程
图4  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生长过程
图5  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引发的长城病害

3

4

5-1 5-2 5-3



25中国园林 / 2024年 / 第40卷 / 第6期

hierarchy process，AHP)结合德尔菲专家

法在“生长特征”“破坏性影响”及“应用价

值”3个约束层指标(C)以及“对近边墙破坏影

响”等13个标准层指标(P)上开展定量评价(该指

标体系可持续调整优化)[27-31](图6)。针对长城遗

址顶面植物以种/类为单位计算其评价值，得出评

价结果后明确“保留”“清除地上部分”及“修

缮同期清除”植物名单。清除已经导致长城建筑

病害的遗址顶面植物的同时修复长城病害，保留

尚未导致长城建筑病害的遗址顶面植物成为后续

长城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以北京大庄科长城遗

址顶面植物处置为例，对其遗址顶面45种/类植

物采用上述层次分析法定量化评价后，建议“保

留”遗址顶面植物品种类别为18种/类(Grade 

Ⅰ)；“清除地上部分”遗址顶面植物品种类别

为20种/类(Grade Ⅱ)；建议“修缮同期清除”

植物品种类别为7种/类(Grade Ⅲ)[12](图6)。

2.2  长城遗址顶面“修缮同期清除”以及“清除

地上部分”植物残存根系处置

在基于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定量化评价结果

明确的处置技术体系中，“修缮同期清除”以及

“清除地上部分”的乔木、灌木植物残存根系处

置是整个技术体系的核心。这一技术步骤若执

行不当则可能对长城遗址本体造成不可逆的、人

为的二次破坏，将直接有悖于“原状保护”以及

“最低限度干预”等文物保护修缮原则(图7)。

针对该环节，试提出以下技术实施建议供深入研

究和讨论。

1)长城病害区域的遗址顶面植物应在修缮长

城建筑病害的同时主动清除地上部分及以手工剥

离方式全部清理长城本体内部的残存根系，若

清理后原根系区域存在裂缝或空腔，则1 cm以

下径级区域注浆加固，1 cm以上径级区域用灰

土回填并压实；上述技术体系完成后采用无损检

查方法对灰土填充后的裂隙或空腔进行检测(注

浆、灰土材料成分及填充技术流程现场试验研究

确定)。

2)非长城病害区域，但对长城结构安全存在

威胁的遗址顶面植物，应主动清除其地上部分但

不主动清理其残存根系，于夏、秋两季的季节性

维护期间清理残存根系已腐烂部分以及可能的根

系萌蘖，直至该株植物彻底死亡(长城墙体内因

原根系生产形成的空腔区域注浆及灰土填充方法

同上)。

3)非长城病害区域已死亡遗址顶面植物残存

根系随其腐烂过程逐步清理，于春秋两季的季节

性维护期间清理根系腐烂部分，以灰土填充空腔

并压实(技术要求同上)。

3  长城遗址顶面“软盖层”保护体系的构建

可能性

长城遗址顶面原堆积土，作为保留植物的自

然基质及生长空间被同时保留。原堆积土与“保

留”植物原本就是在长城遗址顶面稳定存在的生

态系统，长城修缮后，该系统将发挥其对长城遗

址顶面的保护作用。已有研究认为，因砖石质遗

址顶面草本植物根系对0~30 cm浅层土壤的固

结作用而形成的覆盖层，可以弱化自然降水冲刷

侵蚀强度、缓冲遗址顶面区域的温湿度变化以及

通过蒸腾作用降低土体渗透系数，进而在遗址顶

面保护过程中发挥正面效应[11，18，32-33]。长城遗

址顶面原堆积土及保留植物是“软盖层”的组成

部分，是长城文化景观的构成主体之一。

修缮后的长城遗址顶面处于强风、强日照

及强蒸发的开放环境中，建筑材料劣变等原因引

发的建筑病害产生的风险仍较高，此时的盖层类

型选择及盖层构建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已

开展的试验研究以及长城遗址顶面的具体环境特

征，将选用“软盖层”的保护方式[20]。研究团队

通过对长城遗址顶面堆积土种子库植物多样性和

再生性特征进行研究后，通过对比试验和一系列

观测后提供给技术人员的具体工程做法是：在长

图6  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定量化评价关键技术流程
图7  长城遗址顶面清除植物处置关键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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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筑病害修缮前，在清除植物的生长区域，分

别对自然堆积土进行表层、深层二层剥离；修缮

后，在原剥离区域设置遗址顶面保护层、阻根层

和牺牲层后进行深层、表层原堆积土分层回填，

回填后利用表层原堆积土内的种子库植物形成的

再生植物形成“软盖层”主要组成部分(该工程

做法的基础研究部分成果将于后期发布)。长城

遗址顶面原堆积土及再生植物是“软盖层”的组

成部分，也是长城文化景观的构成主体之一。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长城文化景观由长城

本体、遗址顶面“软盖层”(原生及再生)植物共

同构建形成，但其形成和持续的过程均以长城

遗址本体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为核

心点，这符合国际上对于文化遗址保护的基本

要求[11，34-35]。也就是说，长城文化景观由病害

得以修缮的长城遗址本体与当前状态下对长城本

体结构安全不构成威胁的长城遗址顶面植物构

成。但植物的生长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因而这一平衡状态可能是相对的。所以，在长城

遗址“软盖层”的日常维护过程中要定期接受专

业技术人员针对长城本体结构安全的检验及监

测，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即可视为上述平衡状态

被打破，则重复上述长城病害修复、植物清除及

残存根系处置等关键技术流程(图8)。

4  长城遗址顶面“软盖层”保护体系实施建议

国家级文物及世界文化遗产双重角色的长城

保护，是其遗址顶面植物处置技术体系构建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清除抑或保留长城遗址顶

面植物，以及构建“软盖层”保护体系，都是为

了实现长城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1)北京长城所处自然地域的气候特征、历史

上的建造方式及结构以及遗址顶面微环境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这是北京长城遗址顶面植物存在的

基本前提，也使得该类植物的处置技术不具备通

用性特征，因而北京长城病害与遗址顶面植物的

关系阐释及处置由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进行。

2)在确定清除抑或保留北京长城遗址顶面植

物之前应进行详尽的现场调研，明确遗址顶面植

物的种类及空间分布特征，由该领域专家对长城

建筑病害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定量评价方法确

定清除、保留植物品种及类别。

3)清除长城遗址顶面植物的前提是已确定遗

址顶面植物是导致长城建筑病害的直接原因，清

除植物的同时彻底修复长城建筑病害。清除植物

残存根系处置技术尚需更多的实践检验以及进一

步深化研究。

4)利用长城遗址顶面堆积土及保留植物、回

填原堆积土及种子库再生植物形成“软盖层”保

护技术尚处于理论上可行但尚需试验、实践验证

阶段，该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环节尚需科学依

据支撑；此“软盖层”的保护作用机制尚需进一

步深入研究。

5)长城文化景观的构建是以长城遗址本体为

主体和载体、以保留和再生的长城遗址顶面植物

为重要组分，还包括长城所在“大遗址环境”区

域的自然植被及其生态系统。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图8  长城遗址顶面“软盖层”保护体系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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